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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谎言：符号交际视阈下的视觉修辞行为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视觉修辞起源于符号系统、传者构图和受者观看三种不同的学术视角。这三种视角都局限于单向中心论，

而忽视了将主体间的社会维度、交流维度和对话维度纳入考察的视野。从主体间性视角看，图像交际具有两种修辞

观：一种认为图像有助于主体间彼此认同，一种认为图像只是编码者劝服解码者的修辞工具。作为一种劝服手段，图

像谎言大量运用了框架、视角和表征等多种空间认知因素，利用 “有图有真相”的心理预设，借助互联网交叉套叠的

传播链条，让无数 “网络－节点”的解码者点击、转发与评论，从而重塑了编码者的符号权力。由此，各种海量、粗

糙、碎片化的图片谣言、谎言和极端情绪交杂呼应，最终形成了 “众生喧哗”的后真相 “读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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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艺术领域，柏拉图和色诺克拉底都看出
图像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前者将 “图像”视为对理
念模仿的再模仿，后者则认为艺术绘画不仅要模仿
自然，还要 “高于自然”，但是在不少语境中，图
像又似乎天然具有现实性和可信赖性。从史前时代
的岩画到西方模仿自然的绘画传统，再到现代的照
相机相片，图像一直致力于再现眼中的 “现
实”。［１］特别是在追求信息真实性的语域中，比如
新闻、论文和报告等体裁领域，图像常常在 “有图
为证”的预设前提中提升着文字的真实性和冲击
力。也就是说 “有图为证” “眼见为实”的观念一
直在无形中统摄着观者的接受语境和认知心理。

然而，随着媒介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 “有图
为证”“眼见为实”的观念屡屡遭受冲击。人类社
会中利用图像进行误导和欺骗的现象层出不穷，公
众亦常常陷入信任危机之中。由此，这种现象也对
视觉修辞学术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视觉
修辞理论应该以何种变化来呼应这些蕴含 “欺骗目
的”的图像？这些图像不少并非虚构，为何它们依
然可以被纳入 “谎言研究”的范畴？ “图像谎言”

有哪些类型，其背后存在哪些认知机制？本文试图
从符号交际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观照，在三个方面
进行探讨：第一，探讨符号交际视角对视觉修辞研
究的意义。第二，探讨符号交际视角如何深化了人
类对 “谎言”的理解，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理解
“以图欺骗”的视觉修辞行为。第三，从符号交际
视角，探讨图像符号的视觉修辞实践行为及其谎言
生产的认知心理，以期完整把握后真相时代视觉传
播的交流认知机制。

一、视觉修辞：
从单向中心论到双向交际论

２０１７年，国际学术期刊 《符号学》主编马塞
尔·德西尼指出视觉修辞起源于三种不同视角的学
术成果：１９６４年罗兰·巴特的重要论文 《图像的
修辞》；１９６９年鲁道夫·阿恩海姆的专著 《视觉思
维》；１９７２年约翰·伯格的电视系列片 《观看之
道》。［２］巴特从符号结构和象征意义出发，将图像
看成语言、直接意指和内涵意指构成的多层级符号
系统，从而开启了在图像中寻找意义的视觉修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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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３］ （ＰＰ．１５２－１６３）同时，由于不满形而上的
美学桎梏，阿恩海姆开创性地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揭
示视知觉形式动力构造的基本问题。他立足于实证
主义，希望通过探讨传者应该如何利用视知觉来调
配和建构图画的色彩、形状、构图等元素，实现修
辞意义上的视觉美学。［４］伯格则有别于符号主义和
结构主义，其并非立足图像来讨论图像，而是从观
看 “结构”的视角来讨论图像的修辞意义。伯格认
为政治、历史和文化会制约观看的结构，而观看的
方法又直接影响图像的修辞意义。［５］总体来说，这
三位奠基者分别从符号系统、传者构图和受者观看
的视角分析图像修辞意义的生成与诠释。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伴随互联网技术、

ＶＲ和ＡＲ、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出现，人类进入读
图时代和景观社会，视觉修辞理论越来越受传播
学、语言学、文化研究、艺术学和政治学等各学科
的重视，逐渐成为 “一个显性的学科领域”。［６］视
觉修辞的研究范围也从单纯的图像学延伸到 “实物
修辞”“空间修辞” “ＶＲ／ＡＲ修辞” “数据可视化
修辞”等领域。然而，虽然如此，视觉修辞的理论
取向、理论命题和研究路径却依然徘徊于三大奠基
人的视野之下。无论是符号中心、传者中心还是观
者中心都是单向中心论，而没有将图像的中介维
度、交流维度和对话维度纳入考察的视野。由此，

造成了三种研究视角的割裂，符号、作者和观者之
间各自为阵，似乎彼此之间毫无关系，自说自话。

符号中心论过分重视了符号意义的客观属性和文化
属性，而忽视了主体的存在意义。传者中心论将作
者神圣化，认为视觉符号是作者精心组织的对象，

观者隐退于研究视野之外，似乎完全能够正确理解
图像。观者中心论则无视传者的主观意图，将观者
的主体性过分张扬，导致对图像的过度诠释。总
之，这三种视角反映了单向线性中心论研究的困
境。视觉修辞研究呼唤双向互动交际研究的出场。

和传统修辞学讨论语言的策略和风格不同，视觉修
辞必须关注各种视觉符号的结构、使用和交际效
果。如果把图像视作一种交流的媒介符号，视觉修
辞研究可以被视为探究人类交际行为如何运用视觉
符号传情达意，进行人际间讯息交流与讯息共享的
学问。也就是说，在符号交际视阈观照下的视觉传
播研究应该成为２１世纪视觉修辞研究的理论增长
点。

视觉修辞从单向中心论转向双向交际论和当代

哲学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的发展趋势一致。主体
间性视角最初来源于胡塞尔现象学、哈贝马斯交往
行为理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等西方哲学家对主
体中心论的反思，其认为人在交往中生存，即所谓
主体与客体、人和物、自我和对象之间并非截然二
分，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生成的。人类
生存意义和交流的基础，来源于主体与主体分享着
的共同经验，以及双方的互相理解。在米德看来，

主体间进行交流的基础在于符号，即 “为了有效的
合作，人们必须具有能使反应借以发生的符号，因
此掌握一种表意的语言头等重要……表意的符号只
不过是动作的一部分，可以作为一种姿态，在做出
姿态的个体的经验中唤起该过程的另一部分即他人
的反应”。［７］ （Ｐ２０９）哈贝马斯则在西方 “语言学
转向”的哲学背景下将奥斯汀 “言语行为理论”引
入主体间性的讨论，将遵守 “真实、真诚和正确”

有效性原则视为交往的前提。同时，语用学者格莱
斯也提出了人际交往的合作原则，认为主体间言语
行为只要遵守 “量的准则” “质的准则” “关系准
则” “方式准则”就能有效地完成交际任务。［８］

（ＰＰ．３０７－３０８）现代符号学则受香农和韦弗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ａｖｅｒ）的信号理论启发，提出人
际交往的 “代码模式”，认为主体通过共享编码和
解码码本就可以成功实现交际。也就是说，人们在
正常的交际活动中，只有设法把码本调整为相同相
通的———亦即在此时、此地、此题上实现码本共
通，才能尽可能理解对方，即这种 “码本互通”取
决于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是否存在 “共享定识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①或者说，交际双方要彼此理解，

不仅仅要求他们使用相同的码本，而且要求他们有
相同的推理能力、相同的知识背景，即他们彼此的
了解和熟悉程度、“对未来的期望、科学假设或宗
教信仰、记忆中的轶事、广义的文化定识、对言者
思维状体的信念等，都可能在理解中起作用”。［９］

（Ｐ２０）总体来说，从符号交际视角来看，哈贝马
斯的交往行为、格莱斯的言语行为理论、现代符号
学的 “代码模式”都认为，主体之间彼此尊重、同
情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
的对话交流，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可以充分实现
意义共享，彼此理解，交流无碍。

然而，对于伽达默尔试图超越主客二分实现主
体间完美融合的观点，彼得斯指出，由于人类肉体
的不可超越性，以及媒介带来的幻想，主体交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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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弥补的沟壑。［１０］ （ＰＰ．１０－１５）对于哈贝马
斯将交往行动定义为具有言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
体之间达成理解的行为，福柯称其为 “交往的乌托
邦”，布尔迪厄亦称之为 “乌托邦现实主义”。［１１］对
于基于符号交往的代码模式，语言学和哲学研究者
斯珀波和威尔逊从认知心理学出发，指出 “共享定
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只是 “人努力追求的理
想，因为他们……希望尽量避免误解”。［１２］ （Ｐ５６）

斯珀波和威尔逊提出，交际双方要分清哪些是他们
的 “共享定识”，哪些不是，就必须另行构建出比
原定识更高一级的二阶定识，以确定哪些是他们共
享的一阶定识。但这样一来，他们又应该确认他们
所共享的二阶定识，并为此构建三阶定识。如此再
三，以至无穷。显然，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无限
构建高阶定识的现象无法实现，也就意味着 “共享
定识”并不存在。总体来说，符号交际理论越来越
意识到主体之间永远无法融合，相反，误解、偏
见、欺骗等现象应该长期存在。

显然，从符号交际的这两种观点出发，视觉修
辞理论亦具有两种主要的取向：以亚里斯多德为代
表的古典修辞学的 “修辞劝服观”和以肯尼斯·伯
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的 “修辞认同观”。［１３］ “修辞
劝服观”坚持主客二分论，将视觉修辞定义为 “一
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法的功能”，即
传者策略性、工具性地使用各种视觉符号资源，促
使受者接受自己观点的交际行为。［１４］ （Ｐ１０）“修辞
认同观”则追随主客一体论，认为修辞的最终归宿
是促进主体之间的共同理解，修辞目的在于通过视
觉符号的使用促使传者和受者解决歧见、达成共
识。［１５］ （ＰＰ．５５－５６）本文关注主体之间如何利用
视觉符号进行 “欺骗”的现象，即传者如何利用视
觉思维、视觉表现、视觉语境进行符号操纵，从而
实现欺骗目的的行为，自然属于视觉 “修辞劝服
观”的研究范围。

二、谎言研究：
从自然真实论到交际真诚论

《现代汉语辞典》在词条中将 “谎话”解释为
“不真实的、骗人的话；假话”。［１６］在该解释中，谎
言包括了两个特征，即 “真实性”和 “真诚性”。

真实性强调言语符号信息和自然信息的契合度。而
真诚性重视 “说话者希望听话者接受的信息”和
“说话者所认可信息”之间的契合度。前者是自然

主义视角，后者是人际交往视角。

实际上，谎言的衡量标准经历了从 “真实性和
真诚性”向 “真诚性”的转变，也就是说 “真实
性”逐渐不再成为判定 “谎言”的标准。１８世纪，

康德在 《论善意谎言的所谓权利》中认为 “谎言是
被定义为故意对他人说不真实的话”。［１７］ （ＰＰ．６４－
６５）在康德看来，谎言必须符合 “不真实”和 “不
真诚”两个条件，其中 “真实性”更加重要。然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康德的看法遭受到科尔曼和
凯 （Ｃｏｌｅｍａｎ＆Ｋａｙ） 的 挑 战， 他 们 用 罗 斯
（Ｒｏｓｃｈ）的原型范畴理论② 对 “谎言”进行了分
析，指出 “谎言”的原型范畴应该满足三个条件：
（１）说话者相信陈述的内容是不正确的。（２）说话
者故意将这些内容告诉听话者。（３）实际陈述的内
容是不正确的。［１８］ （ＰＰ．２６－４４）在这三个条件中，

前两个条件和 “真诚性”相关，后一个条件和 “真
实性”相关。他们认为，如果三个条件都满足，是
原型的撒谎行为，即 “真实性”和 “真诚性”同时
满足，可以视为 “原型谎言”；而如果满足三个条
件中的一条或者两条，则是撒谎行为的边缘状态，

即满足 “真诚性”和 “真实性”其中一个，可以视
为 “边缘谎言”。然而，语用学言语行为专家斯威
策 （Ｅｖｅ　Ｅ．Ｓｗｅｅｔｓｅｒ）质疑了原型理论分析的有
效性。她指出原型理论采用条件分析法，认为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只存在信息的获取与给予，对人
际交往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实际上，人际交往过程
非常复杂，其不仅仅表现为信息的获取与给予，还
包含玩笑行为、礼貌行为、文学欣赏行为和夸张等
修辞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有可能符合科尔曼和凯对
撒谎行为原型范畴界定的三个条件，比如虚构故事
的文学创作行为就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是其并
不是撒谎行为。玩笑行为也符合三个条件，也并不
是撒谎行为。［１９］ （ＰＰ．４４－６６）斯威策认为只有在
要求信息真实的语境中，比如新闻、科学论文等语
境，原型理论才能适用。

同时，史蒂文·麦克纳克 （Ｍｏｃｏｒｎａｃｋ，Ｓ．Ａ）

从信息操控视角，进一步告诉人们 “真实性”也许
不是 “谎言”的必要条件。［２０］ （ＰＰ．１－１６）麦克纳
克敏锐地发现，格莱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 “合作原
则”其实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欺骗行为。也就是
说，传者可以巧妙利用人们对 “合作原则”的心理
预设，隐蔽地违反 “合作原则”，在人际交往中进
行信息操纵，从而在不违背 “真实性”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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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地欺骗受者。［２１］麦克纳克列举了一个案例，充
分说明了欺骗行为和 “真实性”的不相关性：

假设甲 （男）与乙 （女）是男女朋友关系，某
天甲参加派对并临时和另一个女孩约会，直到早上
才回家。这时乙突然出现在甲的家门口，问甲：
“昨晚你在做什么，我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一直没
有回。”对此甲可能会用以下几种方式回应：

合作方式，遵循合作原则，诚实回答：很抱歉
让你担心，我昨天晚上参加派对，和另一个女孩在
一起。

质量违背，提供违背事实的信息：很抱歉让你
担心，我昨晚生病，躺在床上。

数量违背，提供少于所需数量的信息：很抱歉
让你担心，我参加了一个聚会，玩得很开心。

关系违背，提供和问题无关的信息，或者将无关
信息关联在一起：很抱歉让你担心，可是你怎么总是
监视我，不放心我。如果我检查你，你会怎么想？

方式违背，制造模糊不清的信息：很抱歉让你
担心，我昨晚忙一些事情，所以手机关机了。

在这几种回答中，如果甲试图和乙依然保持男
女朋友关系，合作方式通常不会被选择。违背质量
准则，说假话，是赤裸裸的欺骗，说话者容易产生
心理负担，所以也很少被采用。而违背数量准则、

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由于没有违反 “真实性”，往
往是说话人心理负担最小、最容易采用的说话方式。

实际上，在麦克纳克之前，国内学者胡范铸就
从交际的编码和解码视角提出了谎言生成的 “码本
失衡”模型，见图１。

图１　胡范铸 “码本失衡”模型

胡范铸将交际双方编码和解码的信息 （记为
“Ｘ”）细分成不同的五类：

Ｘ１———客观事实

Ｘ２———编码者所认可的事实与信息

Ｘ３———码本形式在客观上所荷载的信息

Ｘ４———编码者希望解码者所接收到的信息

Ｘ５———解码者所实际理解的信息

胡范铸认为，“所谓谎言，最根本并非在于其

他，在于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信息失衡。”谎言

的信息失衡，并不是Ｘ１≠Ｘ５，或者Ｘ２≠Ｘ５，而

在于 “编码者所认可的事实与信息”同 “编码者希

望解码者所接收到的信息”二者之间不一致，即：

Ｘ２≠Ｘ４。［２２］胡范铸明确指出，“真实性”并非谎言

的充分必要条件，“真诚性”才是谎言的充分必要

条件。只要传者不真诚，即使受者接受了真实信

息，也可以认为传者实施了欺骗行为，比如传者认

为 “天圆地方”，故意对受者说 “地球是圆的”，即

使受者相信了传者，形成了 “地球是圆的”这个符

合自然真实的认知，我们也可以认为传者实施了欺

骗。至此，谎言研究从最初重视言语和自然是否一

致的 “真实性”观点，转向只强调交际者内心认知

和言语行为是否一致的 “真诚性”观点。

显然，胡范铸将 “谎言”和 “真实性”剥离开，

直接否定了 “有图为证”“眼见为实”这种常识性观

念的合理性。换言之，即使图像完全来自于现实，

没有任何人为虚构成分，在符号交际的过程中，编

码者也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和受话者 “共享定识”的

不同，有意利用各种空间认知手段，在视觉修辞中

将现实中一些关键性信息匿而不传，或者竭力误导，

形成编码者与解码者双方的 “码本失衡”，以致解码

者偏离事实，误解话语，而只接受编码者想让其接

受的错误信息，从而造成一个个 “图像谎言”。

三、图构谎言：

空间认知作用下的视觉修辞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图形皆非对客体的
“真实描写”，而是知觉力进行了积极组织或建构的

结果或功能。［２３］ （Ｐ３）考夫卡也指出 “‘心理场’

和 ‘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或

者说，视觉图形是有机体的 “心理场”和客观环境

的 “物理场”交互作用的图式结果。［２４］ （Ｐ４）基于

此，我们将图像视为一套符号认知系统，这套认知

系统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认知系统有联系和

交叉，比如感知系统、推理系统、情感系统、文化

系统和运动系统等。在这些认知系统的交叉作用

下，图像的符号表征在编码者和解码者运用不同认

知系统进行调配与解读作用下，催生了交际过程中

的谎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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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 “图构谎言”，人们自然会想起图像ＰＳ
现象。的确，图像ＰＳ是生产艺术、制造幻象和产

生谎言的典型手段。图像ＰＳ意味着将不同时空和

语境中的事物置于同一个时空框架展现。这种时空

并置虚构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对立关系、因果

关系、包容关系等。这些虚假关系虽没有以图形的

形式在画面中展现出来，却能在解码者的认知、推

理、知识架构、事实再现与价值判断中起至关重要

的勾连作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日，陕西省安康市镇

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向省林业厅提交了一

张宣称在神洲湾森林中拍摄到的濒危动物野生华南

虎的ＰＳ照片，之所以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正是

因为这张ＰＳ图片将华南虎年画图片和神洲湾森林

拼接并置于一起，误导解码者认为神洲湾森林有野

生华南虎生存繁衍的迹象，制造了 “华南虎没有灭

绝”的谎言图像，并间接虚假宣传了陕西省林业厅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其实，除了ＰＳ以外，互联网中以图撒谎的修

辞手段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根据图像符号在不同

认知系统中的作用，我们将从框架、视角、表征等

方面考察图像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实施欺骗行为。

（一）框架：视觉场景的选择性观看

在视觉修辞中，框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构图概

念，也意味着一种认知限制与社会权力，其指图像

符号系统选择所指场景的某些方面，同时忽视其他

方面来表征整体的认知和交际过程。从交际功能来

看，其意味着编码者决定了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进入

解码者的视野，以及信息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解

码者的诠释。从框架形成的认知路径来看，视觉图

片常见的修辞方式有三种：场景分割；视觉注意；

空间拓扑。

“场景分割”指编码者对场景进行取舍、裁剪、

构图的行为。在阿恩海姆看来，每一幅图片都是编

码者视知觉和拍摄／绘画技巧对场景信息主动选择、

裁剪与过滤后的结果。［２３］ （Ｐ３）而编码者对场景信

息的每一次决策都可能蕴含编码者的交际意图。［２５］

（ＰＰ．１－４５）这些交际意图不仅包括真实再现和艺

术表现，也包括撒谎欺骗。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伊

拉克战场 （图２）。照片左右两边是两个美国士兵，

中间晕倒的是一名伊拉克士兵。图２中间的图片一

方面向解码者提供了美国大兵给伊拉克士兵喝水的

画面，一方面又展示了美国大兵用枪指着伊拉克士

兵头颅的图像。这张图片用一个相互矛盾的场景，

将战争残酷与人性关怀之间的张力很好地表现了出

来。然而，这种艺术张力完全可能因为剪裁的不

同，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图２左边的图片将右边拿

水壶的士兵剪除，图像立刻生产了不同的修辞意

义，解码者仿佛看到了美国大兵正拿枪凌虐一位濒

死、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士兵头颅。右边的图片裁剪

了左边持枪士兵，解码者又似乎看到充满爱心的美

国军人正在用水救助自己的敌人。显然，每一次对

图像的裁剪并非只是简单的信息增减问题，而是在

格式塔层面重新赋予了图像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来

源于解码者视知觉对图片的意象重构。也就是说，

图片的意象建构有如迷宫般的花园小径，每一次裁

剪都将解码者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

图２　美国大兵喂伊拉克士兵喝水

９１



　　布罗德本特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在 《知觉和通讯》

中写道：“注意是一个容量有限的信息处理系统的

必然结果。”［２６］ （ＰＰ．３３－３４）基于此，他开创了注

意力研究，其中包括听觉注意、嗅觉注意、视觉注

意等。所谓 “视觉注意”指人类认知系统在连续视

觉场景中通过对一部分场景的前景化，另一部分场

景背景化，而促使 “心理能量在感觉事件或者心理

事件上的集中”。［２７］ （Ｐ７５）在交际过程中，编码者

经常利用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来诱导解码者在观看

图片时注意某些场景，同时忽视某些场景，从而对

图片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认知。在不少农贸市场

中，不良商贩经常利用视觉注意的图形／背景认知

模式来欺骗消费者，见图３。

图３　水果标价牌

在价格牌上，商家并没有按照惯常的 “５．５元

一斤”书写，而是写成 “５元５角”，同时把 “５
角”置于价格牌的斜上方。由于受思维定式影响，

消费者看价格时，往往会将 “５元”置于注意前

景，“５角”置于注意背景，而误以为芦柑只需要５
元钱，从而产生错误的比价和购买行为。可见，商

家正是通过巧妙利用农贸市场语境、文字位置安排

和大小设计等方法，在视觉认知上将 “５元”这个

信息凸显出来，将 “５角”这个信息隐藏下去，从

而在逃避市场法律监管的同时，达到欺骗消费者的

目的。显然，从自然客观上看，图像所有信息都平

等地展现在二维图片中，然而编码者可以利用图像

闭合度、组织的对称性和简洁性、相对大小设计、

图像方向和位置等元素，［２４］ （ＰＰ．１５７－１６３）促发

观看者形成不同的 “心力”作用，从而产生出 “图

像／背景”的区分，最终在认知过程中，看到了编

码者想 “凸显”的信息，而忽视了编码者欲 “隐

藏”的某些信息，进而建构出编码者暗示的事实和

知识。

事实上，视觉注意并非一个客观信息刺激大

脑，大脑再根据信息建构事实的过程。相反，视觉

注意更可能是大脑依据思维定式、习惯模式、历史

知识，对客观信息主动性建构的过程。在各种流行

的山寨品牌中，商家就经常通过对商标符号和品牌

文字进行少许变动，误导消费者，比如用 “味干拉

面”冒称 “味千拉面”，“全庸”冒充 “金庸”，用

三个拱门的 “ＭＣＤＮＯＡＬＤ’Ｓ”代替两个拱门的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麦当劳）等。显然，商家在

图像、颜色、装潢、包装和文字等方面创设了一些

似是而非的表征符号，促使消费者注意到自己头脑

中已经存在的知识、意义、判断和记忆。如果说假

名牌采取名称、外形上完全复制抄袭名牌的手段欺

骗消费者，会遭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打击，那么这

种似是而非的图形利用解码者头脑中自有的模式进

行视觉欺骗的方式，则种类繁多地长期游走于法律

和监管的边缘地带。

所谓 “空间拓扑”指自然物体从三维世界进入

到图像二维世界时，编码者并非单纯拍摄，也非简

单投影，而是在抽象化、理性化的基础上进行虚拟

几何描述。大多数时候，这种虚拟描述并不具备
“欧基米德”几何学的性质，即对物体的长短、大

小、远近进行精确的组合和描述，相反，这种描述

必需在忽略实际物体的 “量值”以后，将该 “拓

扑”性质的图形绘制于二维平面中，并在社会语

境、文化观念的保障下，促使人们将此当作真实事

物来接受。比如地铁线路图最初严格精确按照实景

的大小、直曲和距离来进行描绘，可是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由于信息过于繁杂，导致很多乘客无法理

解，从而无法在准确的地点下车。之后经过多次改

进，地铁图才成为现在通行的拓扑图，采用粗略的
“横直线”和 “点状图”的形式，描绘实景。显然，

多数乘客在观看地铁图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该拓扑

图和实际情况有极大不同，而是在简单认为其和实

景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通勤。

实际上，从 “纪实照片”到 “地铁线路图”存

在一种在拓扑学意义上的连续体，其对 “量”省略

的多少都受制于编码者的主观选择和目的。在这连

续体中，地图最为明显。虽然很多地图声称自己忠

实反映了现实，可是美国著名地图研究专家蒙莫尼

尔就指出，“没有哪种地图能保持面积、角度、形

状、距离、方向不变形，所有地图都只是折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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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产物。”［２８］ （Ｐ１３）地图的设计必需符合其使

用用途，比如用于人口研究的地图和用于航海的地

图就绝对不能相同。由此就导致在交际过程中，编

码者完全可以利用地图的拓扑性质和现实的非一一

对应性，对解码者实施恶意的欺骗行为。在很多房

地产销售中心，经常采用地图来销售房源，这种地

图常常会误导消费者。在房地产销售地图中，房产

所在地通常采用大比例尺，而周边商圈则采用小比

例尺。由此该销售地图，给购房者两种直观的错误

感觉：一种是该地块很大，是一个大型小区，另一

种是该地块距离商圈很近，生活便利。显然，房产

开发商将地图作为具有科学意义的修辞工具，通过

对各种地标名称、方位和河流流向大体正确的表

达，同时巧妙地对地图绘制技巧进行掩盖，让购房

者形成 “摆脱了销售员天花乱坠销售话术”的现场

幻觉，从而在一种视觉的沉默中无意识地将地图拓

扑几何的虚假真实当成客观真实。

（二）视角：心智之眼的选择性投影
泰尔米 （Ｔａｌｍｙ）在 《认知语义学》中将视角

视为认知图式结构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他看来，
任何认知行为都意味着 “一个人通过 ‘心智之眼’
去 ‘向外观察’所指对象的结构”。［２９］ （Ｐ４７）视角
的选择意味着编码者主观性的介入，也意味着图像
中包含了编码者的个人价值。新闻记者可以通过图
片传达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其产生视觉冲击力，引
发情绪共鸣，比如平拍意味客观、强调平等，仰拍
塑造伟岸、引发崇敬，俯拍造成压抑、引发蔑视
等。［３０］从交际双方关系来看，视角选择还意味着编
码者对解码者的视觉权力。阿恩海姆在 《艺术与视
知觉》中指出，一副图像的创造过程意味着编码者
“选择物体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的投影”，也意味着
编码者对其他视角的排除过程，解码者只能依照编
码者的视角去感受图形，去补充视觉投影，“再现
实际物体的完整的视觉概念”。［３１］ （Ｐ１２９）显然，
编码者可以通过操纵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视角和视觉
投影，促使解码者对图片产生虚假性补充，从而产
生不恰当的理解。

视角操纵有三种类型：角度操纵、距离操纵、
时空操纵。所谓角度操纵，指编码者利用视角点和
被观察实体的空间角度进行投影，从而显示这个角
度的对象信息，却掩盖了对象其他部分信息，而解
码者无法正确补足这些信息，从而对该对象产生了
错误的理解。２０１８年一张从侧面视角拍摄英国威

廉王子的照片在外网上流行，在照片中一向温文尔
雅、举止端庄的英国未来王储威廉王子竟然面对公
众和媒体竖起了中指 （图４上）。这张照片激发了
公众对王子的反感和探求丑闻的娱乐心理。可是后
来，随着一张正面视角的图片发布出来 （图４下），
同时搭配文字解释，人们才发现原来威廉王子向媒
体伸出的是三个手指，他正在兴冲冲告诉公众，他
刚刚喜获第三子。可见，解码者在观察事物时常常
必需借助完形心理对事物进行理解，比如一头牛从
山洞里露出一个头，依然将其看成整头牛。同时在
此过程中，解码者还会依据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
过去经历和心理情感赋予被观察事物一些额外的内
容和价值判断。这就导致编码者可以利用交际双方
的 “信息失衡”，巧妙迎合人们头脑中名人傲慢无
礼的刻板印象，使得编码者的谎言能够不露声色地
被解码者自身的诠释实践接受。

图４　威廉王子喜获第三子

所谓距离操纵，指编码者利用视角点与被观察

实体的相对距离进行投影，从而展示被观察实体不

同的延展程度，这些延展程度的范围、大小、清晰

度都会造成解码者对被观察实体产生错误的理解。

２０１６年社交媒体上，一位支持希拉里的网友发布了

一幅大量美国选民来到奥马哈 （Ｏｍａｈａ）竞选现场

疯狂支持希拉里，为她摇旗呐喊，现场人潮涌动、

异常热闹的中景图 （图５上）。可是紧接着另一位网

友发布了一张远景图，该图显示出竞选现场只有５０
多个人，并没有中景图显示得那么热闹，甚至有点

冷清 （图５下）。显然，编码者视点距离造成了不同

的人物、框架、留白和装置的搭配与构型。这种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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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型已经不是自然的描写，而是一种携带完全不

同的修辞意义和叙事偏见的政治行为，其可以在解

码者心中引发不同的事实判断和情感态度。

图５　希拉里竞选现场

所谓时空操纵，指编码者选取被观察事件的某

一时间节点进行视角投影，从而将某一瞬间固定下

来。这种时间固定会造成解码者将 “瞬间”解释为
“长时”，从而对被观察事件产生错误理解。２０１０年

网上突然传出中国影星范冰冰和６５岁的王学圻同居

两年的事件，并配了两人面对采访时亲密牵手的照

片 （图６上）。对此，范冰冰和王学圻不得不出来澄

清，指出这张照片只是拍摄了两人在发布会上传递

话筒的瞬间 （图６下），其故意塑造了两人亲密牵手

接受访谈的场景，是公开诬陷。显然，图像是二维

场景，其无法利用动态的行动、光线的变化、空间

的转移来传达被观察场景的时间信息，相反只能利

用色彩、表情、姿态间接激发解码者的想象，间接

复原整个场景。该图中，编码者不仅利用了空间角

度的选取，也利用了时间投影的选择，利用人们认

为明星两性关系混乱的刻板印象，塑造了一个网络

媒体热点事件，吸引了眼球，赚取了流量。

图６　范冰冰、王学圻抢话筒

（三）表征：互文意义的误导性生成

符号学家斯图尔特·霍尔提出，“表征意味着

用符号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

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３２］ （Ｐ１７）在认知心理

学看来，表征指人们通过判断、抽象、推理、想象

和问题解决这些心理特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

实现信息转换，从而形成新的心理表征过程。［２７］

（Ｐ３７１）也就是说，表征研究关心人们如何形成概

念，如何对概念进行组织、集束、安排和分级，以

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形成意义的过程。从

生成意义的视角来看，摹状、转喻、隐喻、联想和

象征都是影响表征的认知因素。

在交际过程中，编码者可以利用符号表征的多

义性、凸显性、推理性、联想性和语境性来误导解

码者。也就是说，编码者在表征图像符号时，除了

依靠形象、色彩、视角和构图等修辞手段外，还可

以利用 “互文”生成的联想意义和凸显意义误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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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者。所谓 “互文”指文本的意义并非单纯体现于

单个文本所叙之事中，而是还在多个文本互相印

证、互成系统之中生成。其视角分为狭义和广义，

狭义强调文本之间彼此配合、交互见义而完整达

意。广义则认为任何文本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对

另一文本的吸收与转换”。［３３］ （Ｐ１４６）本文将从狭

义视角，探讨编码者利用图像并置、图数互叙、图

文互证三种表征范式误导解码者的现象。

图像并置指两个图像在空间上并置、在时间上

接续，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种联想意义。这种联想

意义并非图像在大脑中的直接投射，而是必须经过

大脑推理得出，其可以产生因果意义或对比意义。

由于联想意义和文化语境、解码者思想密切相关，

编码者通过对图像的巧妙选择和排列会促使解码者

产生错误的推理和诠释，从而实现视觉修辞的 “劝

服性目的”。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甘肃省庆阳市一

幼儿园运送幼儿的校车，与对向行驶的重型货车发

生正面相撞，造成２１人死亡 （其中幼儿１９人）、

４３人受伤。血淋淋的事实再次引起了大家对校车

安全的关注。在这种语境中，网上突然出现大量中

美校车对比图片，说明美国校车安全牢固，中国校

车质量堪忧。这些图片似乎用铁一般的事实暗示读

者，和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无视学生的生命安全。

实际上，美国也存在很多校车被撞毁的情况，而这

些图片往往被网友隐而不见。显然通过将图像并置

和突发事件语境结合起来，编码者不露声色地让解

码者自己形成贬损中国政府执政水平的联想意义，

达到 “劝服”的目的。事实上，编码者在并置图片

时，对图片经过了精心选择，这种选择和对比将特

殊案例普遍化，是种简单的归因处理，其将中美简

单置于同一水平进行比较，忽视了校车制度背后的

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人口状况和地区差异等复杂因

素。

图数互叙，指利用数据和图形两种方式互相参

证、互相说明来阐释事实和观点。图数互叙主要出

现于各种数据可视化新闻中，强调将复杂、抽象、

难懂的数据转换成形象、具体、生动的画面，其包

括可视化地图、可视化图表、可视化数轴等。［３４］然

而 “具象的图像思维”和 “抽象的数据思维”非常

不同，前者强调对自然界的模拟，展现出连续不绝

的情景，而后者往往是离散的、不连续的数值。因

此将两者统一起来不得不依靠 “数据分级”和 “区

域合并”等认知技巧，即首先设定不同的量级，其

次将调研数据按照不同的量级分类，最后形成量级

集合，再用波浪线、颜色块、饼状图等图形进行可

视化展示。而即使是相同的数据，由于量级设定的

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在图面

上的直观展示也非常不同，从而让观者产生截然不

同的解释。而编码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实现

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误导。比如蒙莫尼尔在 《会说谎

的地图》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首先列出一张户均

电视机数量统计图表，然后利用不同量级对这些数

据进行分级打包，再涂色后可视化，结果得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图形 （图７）。［２８］ （Ｐ１６２）

表１　户均电视机数量

１．９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３．５０　 ４．２０　 ８．９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７９　 ２．６０　 ４．２０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０　 １．４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图７　户均电视机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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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在图７中，由于量级划分不同，从直观上
看，右图比左图户均似乎拥有更多的电视。认知心
理学家卡尼曼在 《思考，快与慢》中认为，我们的
大脑有快与慢两种做决定的思维：快速思维为依赖
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判断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
能让人迅速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但也容易上
当，它任由 “眼见为实”的错觉误导我们；慢速思
维则通过调动注意力、推理、分析来解决问题，并
做出决定，它比较慢，需要耗费更多的心力。［３５］

（ＰＰ．３－１３）由此，通过偷偷在量级划分上动用技
巧，编码者完全可以制成不同类型的可视图，诱导
解码者形成迥异的观感和判断，从而在快速思维的
作用下，对事实产生错误判断。

图文互证指图像和文字互相说明、互相验证。
从表征角度来看，文字和图像在意义生产中各具特
色，“图像以直观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抽象性
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
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
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的结
果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３６］也就是说，
图文互证时，一方面图像可以为文字提供 “证据”，
另一方面文字又可以对图像意义进行 “锚定”③。
据此，从符号交际的角度看，编码者可以从两方面
误导解码者：利用虚假图片佐证文字，利用虚假文
字锚定图片。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２日西藏骚乱事件中，
西方媒体就出现了大量图文互证式谎言，比如 《华
盛顿邮报》在报道西藏突发事件时，故意使用了
“尼泊尔警察殴打民众”的图片，从而将西藏骚乱
事件塑造成专制政府对西藏民众实施 “暴力镇压”
事件。英国ＢＢＣ在报道西藏事件时，发布了武警
急救被暴徒伤害民众的图片，可是照片下方的文
字，却故意对图片进行曲解，说该图表明西藏事件
是 “中国政府一次军事镇压”。可见，从佐证到锚
定，图文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符号交际中的欺骗行为
提供了丰富的修辞手段。米歇尔曾认为：“整个文
化史相当程度上就是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为争夺主
导权而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３７］ （Ｐ８）不仅如此，
图文符号还有互相配合共同塑造意识形态的可能。
在２００８年的西藏骚乱事件中，西方新闻行业正是
利用了图文虚假性配合构建出 “拟态环境”，展现
出浓厚的 “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四、结语：符号交际与
视觉修辞实践中的权力关系

霍尔讨论符号意义表征的运作模式，提出三种

解释路径：反映论、意向论和构成论。如果用这三
种路径观看图像，反映论认为图像如镜子一样反映
真实的意义，就像意义已经在世界上了；意向论则
陈述了相反的理由，它认为意义来源于作者，是作
者通过图画将他或她心中的意义强加于世上之人；
构成论则认为自然、主体均不能确定意义，意义来
源于图像符号之间的概念系统，来源于人类集体所
构建的人类文化。［３２］ （ＰＰ．２４－２６）其实，符号意
义表征还有一种解释路径：交际论，即意义也可以
来自编码者和解码者意向互动的主体间性中。也就
是说，以图像为沟通媒介进行交际时，意义在编码
者和解码者之间来回变化，其无法用主体间文化共
享的构成论来解释。特别是，从交际的修辞劝服观
来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反而存在一道深深的信
息沟，在沟的两端，对于同一幅图像，编码者和解
码者依据各自的语境、文化、记忆、知识、情绪、
认知和习惯等去解读，从而陷入各自的 “信息茧
房”之中，最终导致编码者和解码者对该图像存在
截然不同的理解。

面对交流的信息沟，刘亚猛从修辞者和受众的
权力关系探讨了两种不同的修辞实践范式。一种赋
予受众相当的权力，修辞者并没有被置于支配者地
位，而是被认可的地位，其话语必须迎合商业领域
消费者的购买欲求、政治领域公众的政治诉求、文
学领域读者的审美需求等。同时，“讯息的接受者
并非被迫遵循编码者的意愿来接受讯息，而是通过
对文本进行歧义性或反抗性解读来抵制意识形态权
力及文本的影响”。［３８］ （ＰＰ．２５０－２５１）另一种赋予
修辞者相当的权力，其 “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通过修辞手段和技巧在事实上 ‘剥削’受众享有的
选择自由的自由”，“修辞者本来就是鼓吹者和游说
者的合二为一”。［３９］ （ＰＰ．１１３－１１４）因此，沟通过
程中的揣测、假定和预设是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长
期存在的博弈心理。受众可以发挥自己的权力，对
文本随意曲解、申发、望文生义，而修辞者亦可以
随意夸大事实、虚构文本、误导受众。

实际上，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传播格局中传者
和受者的权力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在大众传播
转向群体传播的过程中，控制信息的权力逐渐从传
统的新闻机构、专业媒体转向处于各个 “网络－节
点”中的用户，每一个用户都在 “构建以自身为中
心的独特的信息环境”。［４０］也就是说，传者和受者
之间的权力关系逐渐被打破，传统媒体的修辞权力
被逐渐消解，而每个用户似乎同时拥有了编码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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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者的权力。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充斥于网
络中的各种新奇、刺激的图片谎言却似乎展示了另
一种潮流，在这个潮流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权力
差距并没有融合，相反继续扩大，即编码者反而可
以借助互联网 “大规模业余”生产、传播链条的交
叉套叠让无数解码者陷入视觉陷阱之中。也就是
说，框架、视角、表征等视觉认知因素都成了部分
编码者向解码者施加权力的视觉修辞手段。［４１－４２］这
些编码者会利用自身对信息充分掌握和有目的的选
择、配置和架构图像，利用交际过程中的 “码本失
衡”，在无形中让解码者产生符合自己欺骗意图的
错误理解。和赤裸裸虚构现实的语言谎言不同，在

这个陷阱中，编码者主观不真诚地利用各种 “有图
有真相”心理预设，在视觉误差中误导解码者点
击、转发和评论。同时，由于互联网中大多数 “图
构谎言”的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欺骗来吸引眼球，
这就导致解码者在发挥诠释权力，还原真相，试图
对编码者权力进行抵抗时，依然无法摆脱编码者的
权力设置，相反，解码者对编码者的抵制和否定只
能掀起公众对 “图像事件”更大的一波关注，从而
无形中和编码者一起构筑了一个个戏剧性的 “图像
话语事件”。由此，各种海量、粗燥、碎片化的谣
言、谎言和极端情绪交杂呼应，最终得以形成 “众
生喧哗”的后真相 “读图时代”。

［注　释］

①　定识是当事人主观上当作事实的思想。

②　原型范畴理论基本假设： （１）个体范畴化的依据是其
属性条件而非基本特征； （２）范畴中各成员地位并不
平等，其中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的区别； （３）范
畴中原型性更高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与同类其他成员共
有的属性，并具有更少的与相邻类别的成员共有的属

性。 参 见 Ｒｏｓｃｈ， Ｅ． ＆Ｍｅｒｖｉｓ， Ｃ．Ｂ．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ｎｏ．７．１９７５．

③　所谓锚定指图像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文字的作用
就是固定其中某一种含义。参见 Ｂａｒｔｈｅｓ，Ｒ．Ｉｍａｇｅ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ｘｔ，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ｎｔ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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